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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
一项基于 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

孙秀林

提要: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近 30 年 ,在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讨
论中 ,有一个问题仍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
异 ,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定量化
地考察各方面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本文不仅讨论经济因素 ,同时也将组
织因素与政治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从经济因素
来看 ,人均村民收入并不会影响村庄民主;而人均集体收入却呈现一个显著
的曲线效果;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会促进村庄民主。(2)中国乡土社会的本

土性组织资源对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宗族组织的存
在会有效地促进村庄民主的发展;村民之间互助程度高的村庄社区也有利于
村庄民主。(3)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效果在本文并未得到证明。

关键词:村庄民主　村民代表选举　村庄治理　宗族

　　从1980年代起 ,以村民自治为标志的村庄基层民主在中国已经历

了25年的历程 。1990年代之后 ,对于村庄民主以及农村基层政治的研

究成为一个热门题目 ,吸引了若干政治学家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

注 ,他们的研究 ,归纳来说 ,主要遵循几个主要的研究范式展开。

第一个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是社会学 、政治学传统的“国家 —社会”

理论范式 。它侧重于研究国家对于乡土社会的侵入与控制 ,以及乡村

社会的反应机制等。这一研究范式流行的原因在于由国家主导的制度

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变农村地区社会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

主要因素 ,这一历史特征决定了这一研究框架的生命力(吴毅 , 2002)。

另一个研究范式是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展开 ,其关注的议题为农村地区

的制度创新(如村民自治制度 、民主选举制度等),其动力 、根源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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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创新对于农村地区 、农民 ,以及基层干部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郭正林 ,2003 ,2005)? 第三种范式得自于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

“治理”概念的进入。学者们试图从中国乡土社会所自有的组织资源来

考察治理的过程 、机制与效果 。这表明 ,中国学者试图在乡土社会研究

中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张厚安等 ,2000;肖唐镖 , 2001;许宗衡主编 ,

2001;白钢 、赵寿星 ,2002),试图从一个更宽泛的理论背景来理解中国

乡土社会所发生的制度变迁及其机制。这一研究趋向一方面与国际学

者有关“治理”的讨论相呼应①,另一方面也是某种程度上对于 20世纪

30 、40年代的学者们进行乡土建设所取得成就进行的反思与继承 。②

但是 ,在上述研究中 ,有一个基本且核心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致

回答:村庄民主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也

就是说 ,在当代中国农村地区所生发的这种草根民主受到了什么因素

的影响与限制? 在乡土中国 ,各种因素是如何对村庄民主发生作用的 ?

已有关于村庄民主影响因素的讨论多集中于经济因素 ,其他方面 ,

如中国乡村的本土性组织资源 、在村庄民主过程中的政治因素考量等 ,

都仅限于个案观察 ,尚未见系统的实证分析。而且 ,对于经济因素的讨

论 ,也多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入手 ,未区分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发展

结构等因素 。本文试图使用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来系统化 、定量化地考

察各个因素 ,包括经济 、组织和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在这一问题上的诸多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然后介绍本文

使用的数据与实证分析策略 ,在数据结果之后 ,是简短的结论与讨论。

一 、村庄民主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

早期对于村庄民主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发展与村庄民主

之间的关系 ,其结论也并不一致甚至相反:一种观点认为村庄民主在富

村容易实施 ,在穷村难以推动(O' Brien ,1994;何包钢 、郎友兴 ,2002);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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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观点认为穷村的选举不一定就办得不好(Lawrence , 1994;Choate ,

1997);第三种观点则指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 ,而是一种曲线

相关(Epstein ,1996;Shi ,1999;Oi ,1996;Oi &Rozelle ,2000)。

早期对于村庄民主选举的观察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会对村民选举

形成一个强相关的效果 ,在经济发达的村庄 ,竞选者和投票者都会更积

极地投入选举活动 ,村民选举的竞争程度也会更激烈(何包钢 、郎友兴 ,

2002)。这个假设在后来的两个实证分析中得到了肯定 ,作为村庄经济

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 ,村人均所得越高的村 ,越有可能进行差额选举

(牛铭实 ,2003);人均集体收入和村民相对生活水平越高 ,村庄选举的

规范程度越高(胡荣 ,2005)。

但是 ,另外的观察则指出 ,以农业为主 、比较贫穷的村庄在村级民

主方面也会走在前面 ,在这些贫苦村庄 ,政治制度的创新并不是由于经

济发展所致(Lawrence ,1994;Choate ,1997)。

同时 ,更多的学者则强调 ,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村庄民主之间并不存

在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 ,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曲线相关 ,穷村和富村

都不利于村庄民主的发展 ,反而是中等经济水平的村更有可能顺利地

展开村庄民主(Epstein ,1996;Shi ,1999;Oi , 1996;Oi &Rozelle , 2000)。高

亭亭以省为分析单位 ,发现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在村级选举

中走在前面(Epstein ,1996)。史天健的实证分析发现 ,经济发展增进了

举行半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 ,但这种影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减

弱。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延缓政治发展的过程 ,因为在任的领导可以

运用新获得的经济资源巩固其既有权力 。经济发展可以为在任村干部

提供资源收买村民和上级官员并维护其既得权益 ,使得农民更加依赖

村干部 ,从而阻碍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Shi , 1999)。戴慕珍和罗斯高

的发现与此类似 ,他们发现 ,村人均收入越高 ,差额选举的可能性也越

高 ,但在特别富的村 ,差额选举的可能性却不升反降 。这种情况的出

现 ,可能是因为在那些通过集体经济发展起来的村庄 ,为村干部提供了

足够的经济激励与资源来抑止村庄选举(Oi &Rozelle ,2000)。

2.村庄集体工业化

对于地方集体工业化的关注起始于戴慕珍的“地方法团主义”理

论。在解释是什么力量驱使中国农村经济起飞的研究中 ,她提醒人们

注意基层政府的行为 ,并认为随着 1980 年代财政改革的推行 ,地方政

府成为一个积极追求地方利益的行动者 ,并像一个公司一样经营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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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各个经济单位 , 协调辖区内的各种资源(Oi , 1989 , 1992 , 1995 ,

1999)。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就是 ,那些通过发展地方工业而富裕起来

的村庄 ,通常会为自己的村民提供更好的公益事业和福利 。在这些村

庄 ,村民们更可能享受免费的公共设施 、住房 、医疗 、教育等方面的补

助 ,戴慕珍把这称为“分配性的”地方法团主义(Oi ,1999)。

一项基于对于改革初期山东邹平的观察也指出 ,公社时期的公共

医疗体系解体以后 ,在富裕的村庄 ,村集体会通过“付费服务”方式 ,激

励私人医生为村民提供医疗方面的服务(Hederson &Troup , 1998)。而

在贫穷的村庄 ,由于没有集体企业所带来的公共资源 ,所以村干部只能

通过“提留” 、“摊派”等形式来办公益事业(Bernstein &Lu ,2000)。

村庄集体工业化 ,不仅产生了可直接用于提供公共福利的资源 ,而

且对村庄治理过程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 。在分析村庄决策过程时 ,

罗斯高指出了地方经济的重要作用 。在村干部对地方经济有更多控制

权的地方 ,干部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集体资源来左右农民;而在那些没

有集体资源的地区 ,村干部则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来执行他们的日常

管理(Rozelle ,1994)。

早期对于村庄民主实践的观察指出 ,在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 ,

村庄民主比较容易实行 ,而在那些贫穷的村庄 ,村庄民主则不容易推

行。其中的原因在于 ,在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 ,村干部依靠经营集体企

业的业绩 ,容易得到村民的信赖 ,而且选举能够加强其权力的合法性;

同时 ,村民也比较关心集体资源的使用与福利分配 ,所以在这些村庄民

主的推行没有阻力。相反 ,在那些穷村 ,村干部与村民都无法从集体经

济中得到好处 ,所以参加选举的意愿不高 ,村庄民主就难以推行(O'

Brien ,1994)。另外两个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发现 ,集体企业发达的村 ,村

干部比较有能力动员选民 ,而选民也希望选出有能力的候选人来经管

村集体企业 ,在这些村 ,村主任得票率会比较高(牛铭实 , 2003),选举的

竞争程度和规范程度也较高(胡荣 ,2005)。

戴慕珍和罗斯高对于村庄集体工业化与村庄权力结构决策之间的

作用做了更详细的检验。在工业化发达的村庄 ,由于村干部在早期的

集体工业化过程中 ,通过村集体所掌控的集体企业 ,已积累了一定的资

本 ,因此为了维护其优势地位 ,他们往往会刻意压制村庄民主的发展 。

戴 、罗试图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模型中“村集体活动所获得收入”对于村

庄民主选举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作为一种悲观的预测 ,村庄集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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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 ,不仅提高了村庄精英群体参与村庄政治的热情 ,而且也为原

有的政治精英对村庄政治进行控制提供了可能(Oi &Rozelle ,2000)。

3.外出务工与非农经济

在过去的 20年中 ,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经济飞速发展 ,对农村居

民的家庭收入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蔡 , 1996;Zhu , 2002;Zhao ,

1997 ,1999;de Brauw et al.,2002)。不仅如此 ,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走出

自己的村庄 ,村庄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这不仅影响了农村的家

庭经济 ,对于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

一个村庄跟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会显著地影响村庄的权力决策过

程。其背后的逻辑为:如果一个村庄居民的利益主要来源于村庄社区

范围之内 ,那么他们对于村民代表大会与村民选举就会给予更多的热

情;相反 ,如果一个村庄中外出务工的比例增大 ,村民主要从社区之外

的世界中获得就业与商业机会 ,那么可以预期的是 ,他们对于村民代表

大会与村民选举的关注热情就会下降。使用“长期在外劳动力比例(%

of labor in long-term migration)”这个变量来代表一个村庄社区与外界

社会的联系程度 ,戴慕珍和罗斯高发现 ,村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比例越

高 ,竞争性村长选举的可能性就会越低 。因此 ,他们认为 , “在村内从事

经营的村民对参与本地政治更有兴趣 ,外出打工的村民既没有时间也

没有兴趣为家乡的政治操心”(Oi &Rozelle ,2000:528)。

这个变量也可能有反方向的影响。大量的外出人口也有可能加强

村民对村庄事务的参与 ,原因是在城里打工的村民会带回外部世界的

信息和资源 ,这会改变村民们的政治取向 ,有可能增进他们维护自己权

益的意识(Shan , 2005)。单伟等人的研究支持此假设 。在他们对于中

国乡村控制变迁的研究中 ,使用了“非农户数” ,即一个村从事工商业的

农户数与总户数的比值 ,作为该村经济与外界联系程度的指标。最后

的模型结果显示 ,与外界联系程度高的村 ,上级对其土地资源的控制较

弱;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方面 ,也有较多的自主权;同时上级对村庄民

间组织如农会的干预也被削弱 ,增加了农会自主的可能性。这说明 ,打

工者带回家乡的信息 、观念和资源等有利于村庄自主性的提高 ,有助于

村庄抵制上级政府的干预 ,有利于民间团体的兴起(单伟等 ,2005)。

(二)村庄内的组织资源

近年来 ,对于村庄社区本土性资源的研究 ,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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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尤其是进入 1990年代之后 ,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与这些组织资源

之间的互动 ,已成为实现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吴重庆 ,2001;肖唐镖 ,2003;贺振华 , 2006)。在关于乡土农村传统组

织资源的讨论中 ,一个最热门的题目是农村地区宗族组织 。一种比较

激进的观点认为 ,村庄民主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或宗族因素 ,而非经

济因素(李连江 、熊景明 ,1998)。

社会学家对中国农村地区宗族网络的兴趣源于马克斯·韦伯 ,他指

出 ,在西方 ,宗族组织在基督教会和国家政权两种理性力量的冲击下 ,

早在中世纪就销声匿迹了;而在中国 ,宗族组织不仅完完整整延续下

来 ,而且还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农村的生活是乡绅势力控制 、宗族自

治。韦伯观察到宗族组织是中国乡土社会中最重要的“法人行动者” ,

它不仅开办学校 ,建立祠堂 ,而且还拥有土地 ,经营手工业 ,为宗族成员

提供低息贷款 ,解决冲突和维持公正(韦伯 , 1989 1927)。

关于民国之前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 ,一个通常的观点认为 ,在传统

中国 ,由于国家的正式官僚机构并不直接深入基层乡村社会 ,中国的乡

土社会更多呈现一种“地方自治”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事务是

由士绅与宗族组织来操作的(吴晗 、费孝通 ,1948)。

1949年之后 ,虽然有学者声称在一些地区宗族并未在国家权力的

压力下消失(Potter &Potter , 1990;唐军 , 1996;赵力涛 , 1999),但一个不

争的事实是 ,这一阶段的宗族处于国家的强力打压之下 ,并处于瓦解消

亡之中。通过土地改革 、打击土豪劣绅 ,以及依靠出身贫农家庭的农民

重建基层政权 ,共产党从经济 、组织和体制等各个方面消解了宗族存在

的社会经济组织基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 “宗族”是作为一个负

面词语被使用的 。

1978年改革开放后 ,宗族组织在许多地区开始全面复兴(肖唐镖 ,

1997),尤其是在 1998年村民选举法正式实行后 ,宗族力量借助这种国

家正式的制度设计开始重新影响村庄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 。在这种背

景下 ,许多学者开始重新重视宗族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毛少君 , 1991;

Thurston ,1998;肖唐镖 ,2001;唐晓腾 ,2001;张正河 ,2004)。

在现行的村庄民主选举中 ,由于宗族的作用 ,实际的制度设计往往

会保证大族的成员能够胜出(Thurston ,1998)。在有些农村地区 ,虽然

宗族头人并未直接跻身村庄正式权力机构 ,但他们可以向村级组织安

插自己的“代理人” ,而自己则在幕后操纵和指挥(毛少君 ,1991)。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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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 ,一些经济精英即使得到很多村民的提名支持 ,也不愿意出面参

加村长选举 ,原因就是背后没有家族力量的支持(张正河 ,2004)。

在日常治理过程中 ,对村委会权力的运行来说 ,宗族是不可忽视的

基础性资源。在各村 ,由于宗族和房族大小不同 ,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

份量也有所不同 ,如在有关村内公共事务的决策上 ,来自大族大房的村

干部往往有着更大的发言权 ,而来自小族小房的村干部总会自觉地规

避或忍让(肖唐镖 ,2001)。家族组织的存在往往会导致村内的公共决

策有利于大家族的利益 ,而门户小的村民就有可能受到利益上的损害

(唐晓腾 ,2001;张正河 , 2004)。朱秋霞使用“家庭网络”与“网络家庭”

这两个分析概念 ,为我们揭示了村庄权力构成与运作过程中更复杂的

图景。她将村庄社区内的各个家族纳入一个互相联系的社会网络(或

者说婚姻网络)中来考察 ,其结论是:在那些大姓为主的村庄 ,宗族与村

庄正式组织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合的 ,因为行政村的领导人几乎全

由大姓村民组成;在那些由不同姓氏组成的行政村 ,村主要领导则由主

要姓氏轮流担任;如果某些村庄是由小姓担任主要领导 ,并不表示宗族

不起作用 ,而是以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的方式在起作用 ,而且在这种情

况下 ,大姓往往在领导班子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朱秋霞 ,1998)。

蔡晓莉则进一步指出 ,宗族组织作为村庄内的非正式组织资源 ,会

对村干部在提供公共品时的行为策略产生显著的影响 。她通过对福建

和江西四个村庄的类型学分析发现 ,仅仅使用一个维度 ———村庄集体

财产的富裕程度 ———无法充分地解释村干部在公益事业投资方面的行

为策略差异。无论穷村富村 ,在兴办公益事业需要筹集资金的时候 ,直

接从村民手中收钱 ,并不是第一选择。如江西的两个村庄 ,虽然都比较

贫穷 ,但在兴办公益事业时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福建的两个较富裕的

村庄同样如此。她认为 ,是否存在活跃的全村范围的民间组织 ,如宗族

会议(all-lineage meetings)、社区性委员会(community councils)等 ,才是决

定村干部行为策略差异的首要因素。如果存在这类非正式组织 ,则不

论穷村富村 ,都会首选通过这种村庄内部的组织资源来集资筹钱;如果

不存在这种可利用的组织资源 ,富村会选择动用手中掌握的集体财产 ,

而穷村则除了直接从村民手中集资外别无他途(Tsai ,2002)。

彭玉生甚至发现 ,在早期乡村工业的发展过程中 ,宗族也居功至

伟。在探讨社会网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时候 ,他指出 ,作为中国农

村地区一种独特的社会网络类型 ,宗族网络在一个模糊产权的法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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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 ,为农村地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护 。在这个过程

中 ,由于宗族团结和信任保护了私营企业免受干部的掠夺 ,从而降低了

不确定性 ,降低了进入壁垒 ,也提高了在血缘群体中的私营企业的生存

能力和成功几率 。通过对 366个村庄的数据分析 ,他揭示了宗族网络

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有巨大的积极影响。有宗族网络的村庄存在更多的

私营企业 ,尤其是相当有规模的私营企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没有宗族网络的支持 ,90年代早期私营企业的总体数量可能会减少一

半。也就是说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宗族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Peng ,

2004)。对于这种宗族充当“保护人”角色的现象 ,赛奇在四川和云南的

一些村庄中也观察到了:在那些村民团结程度高的地方 ,如村庄由一个

特别的宗族或家族把持 ,地方行政部门汲取财政收入时 ,倾向于少用强

制性的方法(Saich , 2002;赛奇 ,2006)。

(三)政治因素

除去经济与组织因素的影响 ,许多学者也注意到 ,在中国大部分地

区 ,村庄民主是由国家与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推动进行的 ,并

不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在这种情况下 ,政治因素成为村庄民主的

主要启动因素 ,其他因素则只是辅助性的力量(O' Brien ,1994;Epstein ,

1996;Kelliher ,1997;O' Brien&Li ,1999;Thurston ,1998;王振耀等 ,2000)。

不过 ,虽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

个案观察 ,并没有严格的数据证明 。牛铭实和胡荣采用了一种间接方

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使用地区性而非全国性的调查样本来进行

分析(牛铭实 ,2003;胡荣 ,2005)。如牛铭实使用同一个县的村庄作为

样本单位 ,而胡荣则使用同一个省的村庄作为样本单位 。他们希望通

过这种方法可以控制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地方官员推动力度不同所导致

的政治因素的作用 ,从而剔除由于地方干部对于推动村庄民主的不同

努力所导致的差异。

二 、实证分析策略

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因素 ,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侧面给予了关注 。

遗憾的是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多数是基于个案观察或者政策

87

论 文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 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文本分析 ,系统化的定量研究少之又少(郭正林 ,2003);即使是定量分

析 ,也多是某个省份的研究 ,由于数据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更一般意义上

的推论 。① 同时 ,由于数据样本的问题 , “许多研究的发现是不清的甚

至是自相矛盾的(Pastor &Tan ,2000:490-512)” 。这直接导致了“基层

组织研究领域的分析方法 、分析工具的进步和理论提高十分逊色(赵树

凯 ,2001:721)” 。本文使用一个全国性的样本数据 ,将前文所涉及的多

方面因素同时纳入模型 ,希望藉此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 “ 2005 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

(CGSS2005)②”中的农村问卷 。此次调查于 2005年进行 ,是一个全国性

的随机抽样调查 ,其数据格式为横截面(cross-section)数据 。从样本的

分布情况看 ,共有 24个省 、自治区的 401个村庄 、4274户农户进入调查

样本③,只有北京 、上海 、天津 、西藏 、宁夏 、新疆 、青海 7个省 、自治区 、

直辖市没有进入样本 。可以说 ,这样的样本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关于

村庄样本的分布情况 ,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CGSS2005 ,农村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河北省 22 山西省 8 重庆市 4

辽宁省 18 内蒙古 8 四川省 35

江苏省 30 吉林省 4 贵州省 18

浙江省 18 黑龙江 6 云南省 16

福建省 12 安徽省 24 陕西省 12

山东省 32 江西省 12 甘肃省 10

广东省 15 河南省 36

广西　 15 湖北省 24

湖南省 20

小计　 162 14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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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为海南省的 2个村被删除 ,最后只有 399个村庄的有效样本。

关于此数据的说明 ,见 http:  www.cssod.org show-survey.php? SurveyId=26

如何包钢、郎友兴在浙江省的问卷调查(2002);贺雪峰对湖南 40个县的村委会选举数据

分析(2000);孙龙 、仝志辉对吉林省 40个村委会选举的数据分析(2002);肖唐镖等对江西
40个村的调查研究(肖唐镖 、邱新有 , 2001;肖唐镖等 , 2001);吴淼对于福建 9个市村委会

选举的统计分析(2002);牛铭实对于福建 、山西 、河北 、辽宁 5个县的分析(2003);以及胡

荣对于福建厦门市和寿宁县 40个村的分析(2005)。



(一)村庄民主的测量

在过去的研究中 ,村庄民主的测量多从村委会选举入手 ,使用的指

标一般为“差额选举”或者“竞争性 半竞争性选举”(Shi , 1999;Oi &

Rozelle , 2000)。胡荣曾对此进行过总结和批评 ,认为 ,随着村庄选举的

全面铺开 ,仅仅使用这一简单的测量指标已经不能抓住村庄民主的实

质内涵 。他以自己调查的 40个行政村为例 ,2000年 ,这40个村庄的选

举都是差额的 ,在这种背景下 ,再使用“是否差额选举”这一指标就过于

简单化了。为此 ,他使用一个包含 15道问题的量表 ,构建出一个综合

指标来测量村委会选举的规范性 ,主要包括候选人提名方式 、正式候选

人产生方式 ,以及投票程序等(胡荣 ,2005)。牛铭实同样对于“差额选

举”这一指标的适用性提出了改进意见 ,他认为 ,差额选举仅仅是村庄

民主的一个方面 ,对于村庄民主实质意义的把握 ,必须同时考虑候选人

的提名和确定过程(牛铭实 ,2003)。

在充分尊重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 本文试图使用另一个指

标———村民代表在实际操作中的产生情况———来测量村庄民主 。①

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 ,村民会议是村民实现直接民主的基

本形式 。村民会议由 18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召开村民会议 ,应当有

本村 18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参加 ,或者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

代表参加 ,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若有十分之一以上

的村民提议 ,就应当召集村民会议;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决策 ,村民委

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主要职

权有制定规章权 、人事任免权 、议事决策权 、民主监督权等(《中华人民

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十七至第二十条)。

早期对于村民会议在村庄民主中作用的讨论多是田野式的个案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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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1998年全国人大正式出台《组织法》之后 ,全国各地迅速制定了相应的《组织法》与具

体的《实施办法》(项继权 , 2002),到 2002年底 ,全国 31个省级政府单位都已经全部制定

了关于村委会选举的地方法规(新华网 , 2002)。在这种情况下 , 几乎所有新进行的村委

会换届选举在形式上都是“民主”的。 对于这一点 ,从我们的样本也可以看出:在 2005

年 ,已经有超过 93%的村庄实行了村委会选举。而且 ,从分省的情况来看 ,有 14个省的

全部村庄都实行了选举 ,其余的省份中除海南 、陕西、山西外 ,绝大多数村庄也实行了这

一制度。也就是说 ,在全国范围内 ,由于国家的大力推动 , “村庄民主”制度起码在形式上
已经在绝大多数的村庄被引入。在这种情况下 ,如胡荣(2005)所言 ,仅仅从村委会的选

举形式上分析村庄民主 ,其意义并不会太大。



察 ,较早对此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为戴慕珍等人(Oi &Rozelle , 2000),

他们将“村民会议的频率”与“最近一次选举是否为差额选举”一同放入

分析框架 ,作为考察村庄民主的不同指标。之所以将村民会议也纳入

分析框架 ,是因为他们认为在选举推行之后 ,中国农村地区的权力中心

不再仅仅集中于村庄正式的政府机构 , “至少在理论上 ,农村的权力中

心可能是由党委任的村支书 ,可能是由选举产生的村主任 ,也可能是村

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Oi &Rozelle , 2000:513)” 。因此 ,作为一种

学术探讨 ,应该从多个角度来研究农村的权力中心何在 ,而不必仅仅局

限于村委会与村党支部。

不过 ,关于“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的运作形态 ,现在仍然是

非常不清楚的。胡荣曾批评说 ,虽然《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是

行政村的最高权力机构 ,但这只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制度 ,并无实质

内涵 ,使用这样一个在实际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实施的制度来测量村庄

民主是有问题的(胡荣 ,2005)。即使是戴慕珍等人也承认 ,简单地将村

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作为村庄的决策中心 ,在实际中是有问题的;

村民会议在实际操作中的运作逻辑 ,现在情况仍然不清楚 ,也许它们发

挥的更多的是“橡皮图章”的作用 ,并无实质的决策权力(Oi &Rozelle ,

2000)。

但是 ,另一方面 ,也有观察指出 ,从治理和选举两个方面的需要看 ,

村民会议不是可有可无的制度设计 。仝志辉观察了石家庄市新华区杜

北乡东营村 ,认为 ,对于大多数村庄 ,村民会议制度是很有必要的 。在

村民自治体系中的其他制度都无法进行特定的重大村务的决策时 ,村

民会议就会是村民自动选择的最后的决策方式(仝志辉 , 2007)。牛铭

实所进行的一项针对全国的调查分析发现 , “村民大会”与村庄选举质

量之间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 ,那些被认为村民大会对于村庄事务具

有决定权的村庄 ,其选举质量也被认为是最高的 ,如回答村庄选举治理

为“最好”的组别中 ,有超过 73%的被访者认为村民大会对于村庄事务

具有最终决定权(Niou ,2001:表 1.5)。

笔者的一项对于 6个省的实证分析也发现 ,村民代表会议对于村

庄的日常治理过程能够产生显著影响。从村干部的日常治理活动来

看 ,我们将其在日常治理中的活动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任务 ,包括“催

交三提五统” 、“催交农业税和粮食征购任务” ,以及“计划生育” ;二是社

区事务 ,包括“家庭纠纷 、红白喜事” 、“组织供应化肥 、种子” 、“组织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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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 、水利设施” ,以及“农忙时节组织雇用机械”。从地域分布来看 ,村

干部从事“社区事务”的相对比例与召开村民大会的次数之间存在非常

明显的正相关。召开村民大会次数多的省份 ,如黑龙江 、浙江 ,村干部

从事“社区事务”的比例也最高;相反 ,召开村民大会次数最少的湖南

省 ,其村干部从事“社区事务”的比例也是最少的。最后的实证模型结

果也显示 ,村民大会召开次数越多 ,村干部从事“社区事务”的相对比例

也越高。也就是说 ,村民大会的召开 ,可以促使村干部在日常治理过程

中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从事与村民利益相关的事务 ,从而使其角色

定位更倾向于“社区利益代言人”(孙秀林 ,2008)。

如果我们把“村民大会”作为测量村庄民主的另外一个指标 ,那么

村庄民主的实行 ,改变了村干部的权威来源 ,可以显著改变基层干部的

行为模式与角色定位(Duara , 1988)。这样一个可以在日常治理过程中

改变基层干部行为模式的制度设计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 ,出于

一种严谨的分析态度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

会”排除于村庄民主的分析框架之外 ,而这也是一个在过往的分析中被

忽略的研究维度 。

在实践操作中 ,要把一个行政村范围内的成年男女召集起来开会

讨论村中重大事务 ,即使不是不可能 ,也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 ,在实际运

行中取而代之的是村民代表会议(仝志辉 , 2000;朗友兴 ,2000)。根据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村民代表会议是村庄民主组织的权力机构 。它

虽然不是由全体组成 ,但它在村民会议闭会期间代行村民会议的权力 。

因而 ,它是村民会议行使职权的特殊形式 ,在性质上与村民会议具有同

一性 ,都是村庄自治组织的权力机关。在村庄社区的日常决策过程中 ,

村民代表大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村民代表大会在村庄中权

力地位的评价 ,通过考察其人员构成 ,可以分析其作为一种现实政治力

量在村庄社区中的实际影响能力(Oi &Rozelle , 2000)。因此 ,本文通过

考察村民代表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产生的 ,来了解村庄内的权力结构

与村庄民主的实质内涵意义 ,这一分析维度是在过往的分析中未被重

视的 ,本文希望通过这种努力 ,从另一个侧面增进对于中国村庄基层民

主的测量维度与分析工具 。

在实证分析的模型中 ,这个变量由户问卷汇总生成 ,其定义为:在

回答“在实际操作中 ,你们村的村民代表是如何产生的”一题时 ,如果超

过50%的农户回答“村民提名 ,选举产生”或“村中大户推荐或直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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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则认为这个村庄的村民代表为民选产生 ,变量定义为 1;如果多数

回答是由乡镇干部或村干部指定产生 ,则认为这个村庄的村民代表非

民选产生 ,变量定义为 0。关于“民选代表”的分布情况 ,如表 2所示。

　表 2　 村民代表由村民提名选举产生的比例(分省)

省 % 省 %

河北省 22.7 河南省 55.6

山西省 .0 湖北省 83.3

内蒙古自治区 87.5 湖南省 90.0

辽宁省 77.8 广东省 60.0

吉林省 100.0 广西自治区 60.0

黑龙江省 66.7 海南省 100.0

江苏省 26.7 重庆市 25.0

浙江省 83.3 四川省 65.7

安徽省 58.3 贵州省 77.8

福建省 91.7 云南省 100.0

江西省 83.3 陕西省 25.0

山东省 56.3 甘肃省 30.0

总计 61.9

从不同省份来看 ,村民代表的产生方式存在巨大差别 ,主要有三种

情况:第一种情况 ,村民代表主要(超过 60%)由村民提名选举产生 ,包

括内蒙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浙江 、福建 、江西 、湖北 、湖南 、海南 、四川 、

贵州 、云南;第二种情况则截然相反 ,村民代表主要(超过 70%)由乡镇

干部或者村干部指定 ,包括河北 、山西 、江苏 、重庆 、陕西 、甘肃等省份;

其他省份 ,如安徽 、山东 、河南则属于第三种情况 ,干部指定村民代表的

情况与村民提名的情况基本持平。

(二)影响村庄民主的诸因素

综合前文的文献综述 ,本节对于村庄民主影响因素的检验也从经

济因素 、组织因素与政治因素三个方面展开。在数据模型中 ,不仅纳入

经济方面的指标 ,同时将组织因素操作化 ,并试图进一步定量化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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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 。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是被讨论最多 ,也是进行实证检验

最多的。一个最直接的测量指标就是当地的人均纯收入 ,因此 ,我们把

“2004年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测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放入模

型 ,同时 ,为控制这个变量的曲线影响 ,人均纯收入的平方也被纳入

方程 。

过往的研究没有区分村庄集体收入与村民收入 ,认为二者都是村

庄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 ,但是 ,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显示 ,这两个指

标对于村庄民主的作用并不十分一致。并且 ,从理论上讲 ,虽然这两个

指标高度相关 ,但其含义也有所不同 ,如果说人均村民收入代表了经济

发展水平 ,那么人均集体经济收入则更多地表示了一种经济发展路径

的区别 ,比如通过早期发展集体企业而实现工业化的村庄 ,其集体经济

收入要高一些;而通过私人企业实现工业化的村庄 ,虽然人均收入也会

很高 ,但人均集体收入不一定很高 。因此 ,我们把“2004年人均村庄财

政收入”及其平方作为测量村庄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指标 。

另外 ,已有的研究也显示 ,经济收入的不同来源也会显著地影响村

庄民主的发展 ,那些存在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村庄 ,村民对于村庄政治

变革的兴趣会很低;而那些通过当地经济致富的农户 ,则可能会产生更

高的政治诉求(Oi &Rozelle ,2000;Shan ,2005;单伟等 ,2005)。因此对于

村庄经济因素的考察 ,需要更详细地分析当地居民的非农经济收入结

构 ,并区分本地的非农收入与外地的非农收入 。具体而言 ,就是考虑农

户非农收入在其整个收入结构中所占的比重 ,并进一步将其分为“当地

(县内)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与“外地(县外)非农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比重”两个部分 。

2.组织因素

宗族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作用 ,现在仍然缺乏十分有效的实证检

验。牛铭实曾使用“第一大姓占村人口的比例(%)”作为宗族力量的测

量指标 ,考察其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 ,并假设家族和村庄民主间一个可

能的关系是 ,如果第一大姓占村人口的比率高 ,大家族比较有可能垄断

村主任职位 ,使得小家族的人无力竞争而不积极参与选举 ,但其实证结

果仅发现了这二者之间一个非常微弱的联系(牛铭实 ,2003)。

从实证测量指标的角度看 , “大姓占村庄人口比例”是个非常间接

93

论 文 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 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的指标 ,大姓与宗族之间存在关联 ,但并不是宗族的直接指标。本文将

直接考察“是否存在宗族组织”对于村庄民主的效果 。在模型中 ,这个

变量由户问卷汇总生成 ,如果村中有人对于“您所在的社区 村庄有没

有家族网络或者组织 ?”回答为“有” ,则认为该村存在宗族组织 ,这个变

量就定义为1;如果村庄中所有人都回答“没有” ,则这个变量定义为 0。

宗族组织表现了一种存在于乡村社会的本土性组织资源。在新近

的一篇文章中 , 蔡晓莉指出 ,当村庄社区内存在“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时 ,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一定道德标准的制约 ,因此会更多地

为村民谋福利。所谓“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 ,不仅包括宗族组织 ,

也包括中国传统的寺庙与西方教会的教堂等(Tsai , 2007)。在这些村

庄 ,有理由相信 ,村干部的行为会更多受到道德标准的制约 ,而村民的

利益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 ,村庄民主也会更具有实质意涵。一些田

野个案也显示 ,在某些地区 ,民间组织在某些公共事务上取代了政府职

能 ,地方宗教精英的信誉要远远高于基层官员(吴飞 ,1997)。如在中国

北部的一些村庄 ,教会甚至承担组织当地村民修建公路的功能(Tsai ,

2001)。为此 ,村民的“宗教活动”作为测量村庄社区“连带团体”的另外

一个指标 ,也被放入模型 。这个变量由户问卷生成 ,在每个村中 ,如果

有村民回答参加过“宗教信仰活动” ,则这个变量定义为 1;如果没有村

民参加过 ,则定义为 0。

除去宗族组织与宗教活动之外 , 一个社区之内的族群异质性

(ethnic heterogeneity)也会对社区权力结构和运作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

许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 ,族群异质性对于公共品供给 ,如电话数

量 、道路质量 、电力设施 、教育年限等 ,具有负面的影响(Eastly &Levine ,

1997;La Porta et al., 1999;Alesina et al., 1999)。在中国农村地区 ,不同

的姓氏存在于同一个社区之内 ,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村庄权力运行

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 ,我们把村中“第一大姓占全村总人

口的比例”作为一个测量村庄社区内族群异质性的指标 。同时 ,由于在

一个行政村中可能存在多个自然村 , “行政村中是否包含多个自然村”

成为另外一个测量村庄社区内族群异质性的指标 。另外 ,胡荣对于村

民在村庄选举中政治参与的分析中指出 ,村民之间的社会资本因子 ,尤

其是社区归属因子和社团因子 ,会对村民的政治参与产生影响(胡荣 ,

2006),因此 , “村民之间的互助程度”可以看作一个村庄内部的和谐程

度 ,也作为一个测量族群异质性 同质性的指标放入模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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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作用 ,虽然为诸多学者所注意 ,但这一假

设却仍然没有得到直接的数据验证 。虽然牛铭实和胡荣试图解决这个

问题(牛铭实 ,2003;胡荣 ,2005),但我们要注意的是 ,且不论其效果如

何 ,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将政治因素作为一个给定的 、不变的制度背景

来考量 ,在模型中是作为一个控制因素存在的 ,通过控制政治因素 ,最

终目的是考察经济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 ,所以说 ,在这两项研究

中 ,虽然作者都承认政治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发生发展至关重要 ,但政

治因素本身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如何 ,并没有得到直接验证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本文试图采用村庄“实行村委会选举的开始年

份”来测量影响村庄民主的政治因素。从全国范围来看 ,村庄民主的推

行 ,主要来源于上级政府的制度导入 ,在不同的地区 ,由于地方官员推

动力度不同 ,会导致村委会选举的推行时间不一致。那些地方干部推

动力度大的村庄 ,村委会实行选举的年份也会更早一些 。因此 ,村委会

实行选举的年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测量政治因素的指标 。在户问卷

中 ,对于村民回答村委会选举“从哪一年开始”的年份加以平均 ,生成村

庄“村委会实行选举的年份” ;如果多数村民(超过 50%)回答村中尚未

实行村委会选举 ,则将这个变量定义为调查年份 2005。

4.控制变量

除去上面三个方面的自变量外 ,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为村庄规模(人

口)、村庄地理位置(距离县城公里数)、村庄种植业结构(水田比例)、村

庄自然资源禀赋(人均占有土地)、村庄人力资源(教育水平)以及省的

虚拟变量 。表 3是一个关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基本描述。

　表 3　 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描述

Obs. Mean S.D. Min Max

经济因素

　人均纯收入[元] 399 1479.5 996.3 144.6 8826.2

　人均集体收入[ 元] 354 152.0 529.1 .7 5374.3

　当地非农收入比例[ %] 390 17.95 17.62 0 85

　外地非农收入比例[ %] 390 22.92 19.49 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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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Obs. Mean S.D. Min Max

组织因素

　多个自然村的比例 393 　.59 .49 0 1

　第一大姓比例[ %] 379 41.69 23.03 3 96

　宗族比例 399 0.27 0.45 0 1

　参加宗教活动比例 399 .23 .42 0 1

　村民互助程度 399 3.50 .55 1 4.9

政治因素

　村委会选举开始年份 399 1995 7.73 1980 2005

控制变量

　人口[ log] 393 7.41 .71 5.03 9.39

　县城距离[公里] 393 29.49 21.87 0 115

　水田比例[ %] 391 38.82 36.16 0 100

　人均土地[ log] 391 .05 .80 -3.23 3.75

　教育水平 399 7.47 1.92 1 12

三 、实证结果

作为村庄民主的测量变量 , “村民代表是否由民选产生”是一个虚

拟变量(dummy variable),也就是说 ,这个变量只有两个取值:“是(1)”或

者“否(0)” ,因此 ,我们使用 Logit模型来进行估计(郭志刚 ,1999)。估

计方程为:

Log(odds)=Log[ p (1-p)]

=Log(村民代表民选产生的概率 非民选产生的概率)

=β0 +β
＊
1 经济变量+β

＊
2 组织变量 +

β
＊
3 政治变量 +β

＊
4 控制变量

　　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 4 所示。为了检验模型的 “稳健性

(robustness)” ,在模型中分别加入经济因素(模型 1)、组织因素(模型 2)

和政治因素(模型 3)的变量 ,并在最后的模型 4中加入所有这三方面

的因素 ,来综合考察各个因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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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村庄民主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Logit Model)
(1) (2) (3) (4)

经济因素

　人均纯收入[千元] .240 .010

[.402] [ .428]
　人均纯收入 2 -.074 -.041

[.068] [ .070]

　人均集体收入[ 千元] 1.865 2.223＊

[ 1.200] [ 1.234]

　人均集体收入 2 -.707＊ -.742＊

[.390] [ .397]

　当地非农收入比例[ %] .019＊ .024＊＊

[.010] [ .011]
　外地非农收入比例[ %] -.010 -.006

[.009] [ .010]
组织因素

　多个自然村[ =1] -.121 -.264
[ .353] [ .412]

　第一大姓比例[ %] -.003 .000

[ .007] [ .008]
　宗族[ =1] .681＊＊ .733＊

[ .337] [ .381]
　参加宗教活动比例 -2.070 -2.484

[ 1.429] [ 1.836]
　村民互助程度 .986＊＊＊ 1.062＊＊＊

[ .309] [ .366]

政治因素

　村委会选举开始年份 -.017 -.008

[ .019] [ .023]
控制变量

　人口[ log] -.527＊ -.710＊＊＊ -.627＊＊＊ -.514＊

[.273] [ .262] [ .239] [ .296]

　县城距离 .003 .000 .001 .003

[.008] [ .007] [ .007] [ .008]
　水田比例[ %] -.002 .002 -.001 .000

[.006] [ .006] [ .005] [ .006]
　人均土地[ log] .456＊ .254 .318 .330

[.256] [ .233] [ .209] [ .280]
　教育水平 .226＊＊ .139 .182＊＊ .188＊

[.096] [ .088] [ .083] [ .103]

　省变量a + + + +
　常数项 -.069 -.857 35.463 11.938

[ 2.179] [ 2.334] [ 38.297] [ 46.460]

　观察值b 324 349 363 313

　类拟合度 .256 .237 .194 .292

　　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p<.01 , ＊＊p<.05, ＊p<.1;a 省变量的输出结果未报告;b

由于不同自变量的缺失值数目不尽相同 ,所以导致不同的模型观察值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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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4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 ,经济因素对于村庄民主具有显

著作用 ,虽然并没有发现村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对于村庄民主有统计

上的显著作用 ,但是集体收入与非农收入表现出了显著的作用。“人均

集体收入”对于村庄民主具有显著的效果 ,并且其二次项的符号为负 ,

意味着经济发展会增进村庄民主 ,但这种影响在到达一定水平之后会

下降 ,这与高亭亭 、史天健 、戴慕珍 、罗斯高等人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

(Epstein ,1996;Shi ,1999;Oi ,1996;Oi &Rozelle , 2000),即在经济发展水

平与村庄民主之间存在一个倒 U 型的关系 。当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于社区之外时 ,村民会降低对于村庄政治事务的关心 ,村庄民主政治的

发展就会受到阻碍(Oi &Rozelle ,2000)。但是 ,这一点却未在我们的模

型中得到证明 ,外地非农收入的比例对于村庄民主并没有显著影响;然

而 ,另外一个测量非农收入的指标 ,本地非农收入的比例 ,却对村庄民

主呈现正的效果 ,也就是说 ,本地非农经济的发达会促进村庄民主政治

的发展。对此可能的原因为 ,通过本地非农经济的发展而富裕起来的

村民 ,在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之后 ,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 ,这个结

果与单伟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即非农经济的发展会增加村民对于民

主政治的要求 ,并会促进村庄民主的发展(Shan ,2005;单伟等 ,2005)。

总体上说 ,村庄社区的组织资源会显著地影响村庄民主 。虽然“第

一大姓的比例”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作用 , “村民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

对于村庄民主也没有显著的作用 ,但是 ,另外两个测量村庄组织资源的

变量 ,“宗族组织”与“村民之间的互助程度” ,都呈现出了显著的作用 。

关于宗族组织对于村庄民主作用的方向 ,有人认为宗族会产生一

个正面的效果(郑一平 , 1997;肖唐镖 ,2001;张厚安等 , 2000;Tsai ,2002;

Peng ,2004;Saich , 2002),有人则认为相反(于建嵘 , 2002 ,2003;张正河 ,

2004)。不是使用间接的测量指标 ,而是使用直接的“是否存在宗族组

织”来测量 ,本文的数据结果支持前一种观点 ,宗族组织的存在 ,对于村

庄民主的发生具有一个正面的效果。与不存在宗族组织的村庄相比 ,

有宗族组织的村庄 ,其村民代表由民选产生的概率大约要高出 1倍左

右[ Exp(0.733)-1=1.08] 。同时 ,村民之间的互助程度越高 ,村民代

表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概率越高 。这说明一个关系融洽 、具有良好组织

资源基础的社区 ,会更有效地发生村庄民主。

在实际操作中 ,地方干部对于村庄民主的推动 ,成为村庄民主的一

个重要变量。虽然已经有学者开始试图在实证模型中控制这个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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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作用仍是一个非常难以测量的指标 。本文

采用“实行村委会选举的开始年份”来衡量地方干部对于村庄民主的推

动努力 ,并直接测量政治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效果 。最后的模型

结果显示 ,这个变量并没有呈现显著的效果 ,这点与众多学者的预测不

符(O ' Brien , 1994;Epstein , 1996;Kelliher , 1997;O ' Brien &Li , 1999;

Thurston ,1998;王振耀等 ,2000)。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

是我们选取的这个变量包含了太多政治因素之外的“杂音” ,并不是一

个精确的测量政治因素的变量;另一种可能是 ,在 1998年全国人大通

过正式的《村民组织法》之后 ,推行村庄民主已经成为一项“非如此不

可”的政治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 ,村庄民主的实质内涵就会更多地取决

于村庄的经济变迁 、内部潜在的组织资源等因素 ,地方干部的政治努力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被极大地削弱了 。

四 、结　论

从全国范围看 ,村庄民主的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使用“村民代表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的产生情况”作为测量村庄民主的指标 ,本文检验了

影响村庄民主的各个因素 ,包括经济因素 、组织因素与政治因素三个方

面。最后的实证模型结果显示:(a)从经济结构来看 ,人均村民收入并

不会影响村庄民主;而人均集体收入却有一个显著的曲线效果 ,在初

期 ,集体经济发展有利于村庄民主 ,但在一定发展水平之后 ,集体经济

就会成为村庄民主的阻力;本地(县内)非农经济的发展 ,对村庄民主显

示出了显著的促进作用。(b)村庄社区内的组织因素会显著影响村庄

民主:宗族组织的存在 ,在所有模型中都显示出了一贯的正面效果 ,说

明这种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本土性组织资源 ,对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具

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一个关系和谐 、村民之间互助程度高的村庄社

区 ,更有利于村民代表民选产生。(c)政治因素对村庄民主的作用 ,在

本文的实证结果中未得到证明 。

在早期对于中国村庄民主的研究中 ,经济因素成为诸多学者关注

的重心。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轫于农村地区 ,在过去 30年中 ,中国农村

地区发生了急剧的经济变革 ,这种经济结构的变革同时也导致了急速

的社会结构体制变革 ,因此 ,这就从两个方面引发了学者对于这一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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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首先 ,对于中国而言 ,随着经济水平的急剧发展 ,其民主发展会

呈现何种模式 ?① 其次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之后 ,新精英阶层如何兴

起? 不同精英群体之间如何实现社会流动?

中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 ,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 ,即以

乡镇企业② 为标志的集体工业化道路。在这种早期集体工业化的过

程中 ,由于村庄社区成员权的存在 ,村庄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迅速地实

现了土地 、资金 、劳力的集中 ,完成了村庄的原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

而作为回报 ,村社成员自然拥有保障共同财产的经济利益要求与“当家

作主”的政治利益要求(折晓叶 , 1996)。从村庄民主的实践方式来看 ,

其中最主要的是“村务公开”与“村干部选举” ,两者的实质一是“钱” ,二

是“权” ,正好表达了村民对于村庄社区内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完整

诉求 。村务公开的要求 ,是村民对于原先由村干部所把持的集体财产

提出使用与管理的经济利益诉求;而村干部选举的要求 ,则更进一步表

达了村民对于自己有权当家作主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政治利益诉求 。

虽然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乡镇企业改制 ,乡镇企业已经成

为一个统计术语而不再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其影响并未随着改制而结

束。村庄社区集体工业化所导致的新乡村精英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

热点 。对于1978年之后农村地区新精英群体的争论 ,发轫于倪志伟在

“转型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y)”理论背景下对于中国乡村原政治精英

优势是否丧失的预测③ ,倪声称 ,经济改革的实行会使原有的政治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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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倪志伟声称 ,经济改革的实行降低了行政性再分配的能力 , 使得“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的效果减弱 ,而“市场资本”(market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文化资
本”(culture capital)的作用加强。这种转变为个人提供了独立于地方干部权力的资源控

制权 ,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再分配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变 ,将有
利于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而相对地不利于再分配者(redistributors)。 作为一种预

测结果 ,就是原有的政治精英(村干部)将会失去优势 ,而经济精英(企业主等)的优势会
逐渐凸现。倪志伟的研究引发了巨大的讨论 ,也引发了众多反对意见,主要包括“权力维

持论”(即认为在市场改革的同时 ,党的领导仍然保持 ,政治资本的回报仍然维持)与“权

力转化论”(认为在私有化的过程中 ,干部将再分配权力转变成为社会网络资源并最终转
变成为私有财产)。上述各种观点的综述 ,可参见周雪光 , 1999;边燕杰等编 , 2002;陈那

波 ,2006。在此不赘述。

对于乡镇企业的讨论 ,已有连篇累牍的文章与著作 ,本文在此不做详述。

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很多学者所关注的题目。对于经济发展与民主之

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现在仍然处于争论之中。一项对于当代世界各国的比较分

析指出 ,民主更有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 ,民主在发达国家也更容易生存下来。通过分析
各国 1950-1990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政治体制 ,普沃斯基等人的研究表明 ,在人均收入

达到 7000美元以上的国家 ,民主是比较容易生存下来的(Przeworski et al., 2000)。



(村干部)失去优势 ,而经济精英(企业主等)的优势会逐渐凸现(Nee ,

1989)。在这种背景下 ,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与精英角色的讨

论 ,又一次成为一个热点题目 。

多数学者认为 ,区别于先前的“政治统治精英” ,改革之后 ,在国家

正式机构之外 ,生成了一个新的“民间统治精英” ,包括政治精英 、经济

精英 、知识精英等。他们的影响力不是来自国家所赋予的行政性治理

权 ,而是由财富 、威望 、能力 、知识等所派生的 ,是非正式的(孙立平 ,

1994)。在农村地区 , “精英是指农村社区(行政村 、乡和镇)的社区精

英 ,即在社区中负有领导 、管理 、决策 、整合功能的 、有重要影响的人

物” ,以影响力的来源为标准 ,王汉生将农村精英分为党政精英 、经济精

英和社会精英。改革对农村精英生成条件和行为环境造成了巨大影

响 ,乡村精英类型多元化 ,精英集团内部结构与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 ,

表现在:(1)许多乡村党政干部转变为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2)大量迅

速兴起的经济能人被吸收到社会控制集团;(3)精英替代主要有两种形

式 ,即代际替代和类型替代 。在这一类型学划分中 , “工业化水平”与

“工业化方式”(或者称为“集体化程度”)成为区分农村新精英群体在不

同地区呈现差异的最主要解释维度(王汉生 ,1994)。杨善华在行政村

层面上对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 、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等问题进行

了研究 。他提出 ,在讨论农村基层政治精英时 ,必须既注意国家的作

用 ,也注意社区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及精英本身的作用;同时必须进

行功能和历史的考察 ,注意到精英发挥作用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文化背

景 ,注意到现有精英和以往精英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杨善华 ,2000)。

魏昂德使用 1996年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农村地区精英群体的收入

构成与职业流动情况 。新兴起的经济精英在家庭收入方面已经赶上甚

至超过了原有的干部家庭。虽然对于干部的职业回报仍然是巨大的 ,

但同时对于人力资本的回报也是非常显著的 ,这意味着在原有的政治

精英之外 ,中国农村地区新兴起了一批经济精英 ,包括原集体企业管理

者 、私人企业主 、个体户等 。而且 ,在过去的近 20年中 ,村干部与集体

企业管理人员在职业流动上出现了互相替代的现象 ,也就是说 ,有相当

一批原先的集体企业管理人员在 90年代进入了村干部行列。这意味

着 ,新精英群体的出现 ,其意义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 ,而且对于乡村政

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这个新精英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村庄

的正式权力组织与结构(Walder ,2002a ,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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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对于村庄精英阶层的分析意味着 ,在改革开放早期所形成的

集体企业发展路径 ,会对现在的村庄治理结构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

无论是新精英群体的兴起(Nee , 1989),还是“二元”精英群体的同时存

在(Walder ,2002a ,2002b),都受到了早期工业化发展路径的影响。着重

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 ,村庄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不仅影响了村庄民主的

发展过程 ,而且对于未来关于村庄治理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 ,都成为

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因素 。

由于宗族组织在乡土中国的本土特性 ,任何制度设计在实际运作

中都无法真正绕开宗族这一制度组织。前面我们已经看到 ,在实际运

作过程中的村委会 ,其人员构成 、日常行为策略 ,都受到了宗族因素的

影响 。宗族因素对于村庄民主的影响效果 ,不同的田野观察呈现出不

同的结果:有的村宗族与村委会选举没有明显的关系;有的地区由于宗

族组织发达 ,农民的组织程度高 ,上级乡镇政府难以操纵选举 ,因而村

委会选举比较民主;有的地区是大家族垄断村主任职位 ,小家族的人无

力竞争而不积极参预选举 ,宗族组织对于村委会民主选举呈现出负向

的影响(于建嵘 , 2002 ,2003;张正河 , 2004)。本文的实证结果则证明 ,

宗族组织这种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本土性组织资源 ,对于村庄民主的

发生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 。

而且 ,近年来的个案观察发现 ,在许多地方 ,宗族组织对于村庄治

理的影响日益显著。如在对江西省一个村子的研究中 ,郑一平发现 ,虽

然村委会仍然负责贯彻党的政策 、生产 、征粮 、收费 、执行计划生育等事

务 ,但宗族掌管着数额不小的财产 ,并主持许多与村民日常生活紧密相

关的宗教事务 ,甚至直接提供某些公共物品(郑一平 ,1997)。另外的一

些田野观察也指出 ,宗族组织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组织者 ,如族

内修谱 、祭祖 、开展狮灯龙灯等传统文化活动等 ,而且 ,在很多情况下 ,

它们直接承担了社区公益事业的建设 ,如修路 、架桥等(张厚安等 ,

2000;肖唐镖 ,2001)。宗族组织在乡村地区的日益发展 ,尤其是在公共

事务方面的功能延展 ,使得这种存在于正式权力机构之外的民间组织

资源 ,已经成为了研究村庄治理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 。

本文将包括宗族组织在内的组织资源纳入对村庄民主的分析 ,试

图在村庄治理的分析框架中 ,定量化地考察村庄社区组织资源的作用

机制。但是 ,也要看到 ,本文对于宗族组织与宗族力量的测量 ,仅仅是

一种最简化的指标 ,在真正的生活世界中 ,永远存在更生动 、更具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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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测量指标。本文的做法完全有可能忽略这一概念在实践操作中所

具有的丰富多彩的内涵意义。因此 ,只能希望通过这种初步的操作化

努力 ,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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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of selective mobility of workers from the state

sector to the market sector to illustrate how the market transition has led to earnings

inequality in former state socialist countries.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2000

from ten Chinese cities reveals that recent entrants into the market are driven by two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 resulting in a more heterogeneous body of workers in the

market sector than before.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monly observed

higher earnings in the market sector are limited only to a subgroup of later entrants who

enter the sector voluntarily.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es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 of a late market entry on earnings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pensity of

making such a transition.

Workers '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Time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Wu Qingjun　58……

Abstract: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on the base of a case

study.With the defini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which Michael Mann defined , the article
respectively interprets the process and the cause of workers' collective interest

consciousness , and factors and process which form 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Theworker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in SOE are formed

outside of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opposition is

no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Also , the cause of opposition is not the

rigorous discipline in the factory , b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s and the

corruption of supervisors.It is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s of workers in SOE that promotes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Village Democracy and Its Determinant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400

villages Sun Xiulin　80…………………………………………………

Abstract:Thirty years pas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democracy , but there is

still a critical puzzle: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village democracy in China? Using a

representatively nation-wide sample ,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rural China, including economic factors ,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political factors.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e:(1)economic factor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village democracy.(2) Local institution , especially the

existence of lineage organization , has an essential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A harmonious community is also helpful.(3)The effect of political factor is

not prov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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